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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幸福经济学理论，运用 ＣＬＤＳ 数据考察创业总体以及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对农民幸

福感的影响，并用中介效应分析法检验创业带来幸福效应的中介因素。 研究结论包括：第一，并非所

有类型的创业活动都能显著提升农民幸福感。 机会型创业和雇主型创业对农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

影响，而生存型创业和自雇型创业的幸福效应并不显著，甚至呈现负向趋势。 第二，创业活动是通过

影响农民物质和非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进而间接影响其幸福感。 机会型创业和雇主型创业通过增

进农民对物质需求、闲暇需求、价值实现需求和自主性需求的满足程度进而间接增进其幸福感；而生

存型创业和自雇型创业却不如此，两者甚至降低了其对物质需求和闲暇需求的满足程度。 由此得

出：机会型创业和雇主型创业是农民非农就业的较好选择；当前政策在扩大农民创业活动数量的同

时，更应注重创业活动的质量。 并提出强化农民创业技能培训、扫除进城或返乡创业障碍、完善农民

群体社会保障状况以增进农民创业的幸福水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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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业活动有利于促进创新，增强市场竞争水平，创造就业岗位。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营造创业创新生态成为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在国家创业政策推动和地方创

业教育的鼓励支持下，创业活动日益活跃，创业企业数量迅猛增长。 在创业活动中，农民群体的

参与比重逐渐增大，成为当前大众创业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一方面，农民创业有助于带动农

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缓解当前就业困境；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振兴和繁荣。 另一方

面，农民自主创业作为特殊的就业形式，相比于打工、务农等就业形式而言，能否增进创业农民

群体的幸福感呢？ 随着当前大众创业的深入，农民创业的幸福效应需要通过实证研究予以说

明，以为政府完善创业政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国外关于创业带来幸福效应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是针对转型国家的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

异，专门针对农民群体的研究也较少。 而国内关于创业带来幸福效应的研究并不多。 一些研究

虽检验了创业活动与幸福感的因果效应 ［１－３］ ，但研究的角度非常分散，尚未形成一般性的理论

框架对创业影响幸福的作用机制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基于群体异质性的考察也往往不足。 由

此，本文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拓展：第一，从幸福经济学理论出发，基于幸福函数关系构建了创业

影响幸福感的一般理论框架，为创业影响幸福感的因果效应及中介效应分析提供了基础。 第

二，紧密结合农民群体特性和劳动市场现实状况，梳理了农民创业带来幸福效应的理论逻辑，加
深中国情境下农民创业带来福利效果的认识。 第三，充分考虑了创业活动的异质性，从创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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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雇工差异两个角度对创业活动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并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更清晰地显示了

不同类型创业对农民群体幸福感影响的差异。 不过由于数据局限性，本文所研究的均是短期影

响，未能对农民创业带来的长期幸福效应进行研究，这也是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人类幸福最大化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不同学科基于不同视角对幸福做出了诠

释。 传统经济学认为幸福是人们对自身欲望的满足，其用效用指代幸福，提出以收入和财富为

基础的福利分析框架。 心理学则分别从情感和认知维度对幸福进行了定义：在情感维度上，幸
福被定义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平衡 ［４］ ；在认知维度上，幸福被定义为个体依据自己持有的

准则、期望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 ［５］ 。 而幸福经济学结合经济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传

统经济学的效用和福利范畴进行了扩展，其强调个体的幸福是多方面、多层次需求和欲望的满足。
在幸福的度量方面，传统经济学采用显示偏好法，即通过个体的现实选择发现个体关于自

身福利状况的信息，进而做出福利改善或降低的结论。 但这种显示性的偏好很可能是个体在并

不令人满意的诸多方案中做出，故它提供的福利状况改善或降低的信息可能是不准确或有限

的。 幸福经济学则采用明示偏好法，通过个体自我报告或他人评价这两种方式进行幸福度

量 ［６］ ，从而发现个体在现实选择背后的真实幸福差异。
幸福经济学强调个体的幸福不仅来源于财富或收入，还来源于收入之外的其他因素。 由此

可以构建以下幸福函数关系：

Ｈ ＝Ｈ［Ｃ（Ｗ） ，Ｓ，Ｘ］ （１）

公式（１）中，Ｈ 表示幸福感，Ｗ 表示收入或财富，Ｃ 表示消费。 在个体众多的欲望和需求中，
物质需求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因为收入或财富可以用于消费，维持个体基本生存，进而间接增

进满足感。 而个体的需求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物质到精神的过程。 在基本的物质需求得到

满足以后，其他需求的重要性就开始凸显。 公式（ １）中 Ｓ 表示非物质性需求，Ｘ 表示经济、社会

等环境特征，虽然幸福感具有主观性，但各种需求本身是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产生，需求的满足

状况依客观条件变化而变化。 由此幸福函数关系揭示出个体的幸福感是在经济、社会等客观环

境下诸多欲望或需求的满足总和，是各种满足状况的整体结果。
创业活动作为劳动活动之一，也会影响劳动者诸多需求的满足，进而影响其幸福感。 但创

业群体特性不同，所处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不同，其在创业过程中持有的预期以及对各类物质和

非物质需求的偏好程度会存在差异。 对农民群体而言，其拥有的资源较少，城乡二元经济差异

使得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能力、社会保障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挤压 ［７］ 。 而且与非农劳动者

相比，该群体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再加上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歧视，使得其在劳动市场竞争中

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对就业领域和就业岗位的选择非常有限，社会地位不高，社会认同感不足。
同时由于长期处于乡土社会环境中，村邻对其劳动成就的认同也会影响其心理满足感 ［８］ 。 由

此，创业活动往往通过两方面路径影响创业农民的幸福感：第一，创业活动影响农民对劳动收

入、社会保障等物质需要的满足。 这往往是农民从事创业活动的首要目的。 第二，创业活动影

响农民对闲暇、健康、自主选择、价值实现等非物质需求的满足。 具体而言，创业投入的时间长

短和时间灵活性会影响农民对闲暇需求的满足 ［９］ ；与创业伴随的工作压力会带来紧张、焦虑等

负面情绪，进而影响其对健康需求的满足 ［１０］ ；自主性是人们的基本心理需求，这种需求可以通

过包含创业在内的个体行为而得到满足 ［１１］ ；另外，创业活动体现的劳动者才能发挥还影响农民

对自身人力资本价值实现这一需求的满足。 然而，创业活动涉及不同类型，它既可以划分为机

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还可以划分为雇主型创业和自雇型创业。 不同类型创业具有的特征和

创业结果并不相同，故其对农民群体物质、非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存在差异，相比于务农和受雇

活动，不一定都能提升农民群体幸福感。 综上，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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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１：相比于非创业活动，创业总体上不一定能提升农民幸福感。
机会型创业是劳动者已具有其他工作选择，但为抓住发展机会而主动选择的创业活动。 它

更易获得较好的收益，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农民创业者掌控客观环境、选择职业方向的能力，故
能较好地满足其自主性心理需求，进而增进幸福感 ［１２］ 。 雇主型创业者是有雇工的私营企业或

个体工商户，创业带来的货币收入回报相对较高 ［１３］ ，且“自己当老板”更能显示其才能，相比于

务农和受雇者，这种创业活动很容易被村邻知悉，且在衣锦还乡时更易获得乡邻对其成就的认

可，形成积极正面的自我评价，从而增进幸福感 ［８］ 。 同时相比于受雇活动，农民从事机会型或雇

主型创业，可以更灵活地安排劳动时间，促进工作和家庭的平衡，从而满足闲暇和情感归属的需

要，由此增进幸福感 ［１４－１５］ 。 但雇主型创业通常经营规模相对较大，农民创业者可能承担更大的

工作压力，容易导致心理疲惫，影响其精神健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幸福感。 不过农民创业带

来的幸福结果往往具有整体特性。 即使雇主型创业增加了工作压力，但如果其较好地满足了创

业者的物质需求及闲暇、自主选择和价值实现等非物质需求，也可以抵消工作压力增加带来的

负效应，进而从整体上提升幸福感。 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２：机会型或雇主型创业能提升农民幸福感。
假说 ３：机会型或雇主型创业通过诸多物质和非物质需求满足进而提升农民幸福感。
生存型创业是劳动者没有其他工作选择，出于失业压力而被迫选择的创业活动。 它意味着

劳动者缺乏自主选择，自主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进而幸福感难以提升 ［１２］ 。 而自雇型创业是自

我雇佣、无雇工的创业活动。 相比于受雇活动而言，这两类创业带来的盈利空间都非常有限，且
经营上的不确定性还带来创业收入的不稳定性，使农民创业者无力承担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

费中较高档位的缴费额，导致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无法增进其对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故难

以带来积极的幸福体验。 同时，这两类创业通常集中于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以及社会服务

业①。 这些行业通常工作时间较长且无规律，创业收入的增长更依赖于劳动时间的过度投入，使
得农民创业者更易感到身心疲惫，且因创业占用过多时间而无暇顾及家庭生活，进而难以满足

其对闲暇和情感归属的需要 ［１６－１７］ 。 由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４：生存型或自雇型创业未能提升农民幸福感。
假说 ５：生存型或自雇型创业未能增进诸多物质和非物质需求满足，故未能提升农民幸福感。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ＬＤＳ） 。 该调查以 １５ ～ ６４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对象，调查内容包括

劳动力的教育、迁移、工作状况、健康状况、幸福感、社会保障等方面，是目前研究国内劳动力就

业、创业活动等问题的高质量微观数据。 本文选取的是 ２０１４ 年追踪调查数据。 由于本文研究

目的是探讨农民创业是否更幸福，故选取了年龄在 １８ 岁及以上且 ６０ 岁以下，户口类型为“农业

户口”或“统一居民户口之前为农业户口”的样本；剔除了无工作和部分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

得到 ８７３９ 个有效样本。
（二）模型设定

为获得个体对自身幸福的态度或看法，幸福经济学采取单项问题或多项问题两种方法来询

问受访者的幸福状况，并通过受访者自我报告或者他人评价两种方式将幸福结果报告出来。 其

中，询问单项问题的方法使用得最为广泛，同时由于自我报告或他人评价两种方式在报告个体

幸福结果时是高度相关且都是有效的 ［１８］ ，故大多数调查采取自我报告方式来获得个体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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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考虑到幸福感的序数特性，本文采用有序概率模型（Ｏｐｒｏｂｉｔ Ｍｏｄｅｌ）进行估计。 该模型认

为，观测到的幸福感是由个体真实的幸福感决定的，真实幸福感本身是连续的，只是由于观测的

不完全性，才以离散的形式报告出来，故模型设定如公式（２）所示。 其中，Ｈ∗
ｉ 表示个体真实的幸

福感，Ｈ ｉ表示调查中个体自我报告的幸福感，是 Ｈ∗
ｉ 的函数，基于 Ｈ∗

ｉ 与 Ｈ１、Ｈ２、Ｈ３、Ｈ４四个分断点

的相对大小，得到不同的 Ｈ ｉ数值。 Ｅ ｉ代表创业活动以及其他工作类型，Ｚ ｉ代表控制变量。 β、γ
代表待估计的系数向量，ε 为扰动项。

Ｈ ｉ ＝ Ｆ（Ｈ∗
ｉ ）＝ Ｆ（Ｅ′ｉ·β＋Ｚ′ｉ·γ＋ε ｉ）＝

１ Ｈ∗
ｉ ＜Ｈ１

２ Ｈ１＜Ｈ∗
ｉ ＜Ｈ２

３ Ｈ２＜Ｈ∗
ｉ ＜Ｈ３

４ Ｈ３＜Ｈ∗
ｉ ＜Ｈ４

５ Ｈ４＜Ｈ∗
ｉ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ï

（２）

考虑到模型可能会因选择性偏误而存在内生性，后续进一步采取倾向得分匹配法来检验估

计结果的可靠性，模型设定如公式（ ３）所示。 其中，ＡＴＴ 为创业者的平均处理效应，Ｄ ｉ ＝ １ 表示

个体创业，Ｄ ｉ ＝ ０ 表示个体未创业。 Ｈ１ｉ和 Ｈ０ｉ分别表示个体 ｉ 在创业和未创业情况下的幸福感。
Ｐ（Ｘ ｉ）为依据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等多维因素所得的个体 ｉ 进入创业组的条件概率。

　 　 　 　 ＡＴＴ ＝ Ｅ Ｈ１ｉ－Ｈ０ｉ ｜ Ｄ ｉ ＝ １[ ] ＝ Ｅ Ｈ１ｉ－Ｈ０ｉ ｜ Ｄ ｉ ＝ １，Ｐ（Ｘ ｉ）[ ]

＝ Ｅ Ｅ Ｈ１ｉ ｜ Ｄ ｉ ＝ １，Ｐ（Ｘ ｉ）[ ] －Ｅ Ｈ０ｉ ｜ Ｄ ｉ ＝ ０，Ｐ（Ｘ ｉ）[ ] ｜ Ｄ ｉ ＝ １{ } （３）
在中介效应分析中，模型设定如公式（ ４）和公式（ ５）所示。 其中 Ｍ ｉ为拟检验的中介变量。

公式（５）为公式（２）加入中介变量 Ｍ ｉ的结果。 根据 Ｊｕｄｄ［１９］ 和 Ｂａｒｏｎ［２０］ 提出的依次检验法，如果

公式（４）中系数向量 ａ 所含估计系数和公式（ ５）中系数向量 ｂ 所含估计系数都显著，则说明存

在中介效应；但如果两者中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依次检验法的检验力度较低，应采取 Ｓｏｂｅｌ［２１］

和 Ｉａｃｏｂｕｃｃｉ［２２］ 检验法。 前者统计量为 ｔａ ｔｂ ／ ｔ２ａ＋ ｔ２ｂ ，后者统计量为 ｔａ ｔｂ ／ ｔ２ａ＋ｔ２ｂ ＋１ ，其中 ｔａ、 ｔｂ 分别

为系数向量 ａ、ｂ 中估计系数对应的不同 ｔ 值。
Ｍ ｉ ＝ Ｆ（Ｍ∗

ｉ ）＝ Ｆ（Ｅ′ｉ·ａ＋Ｚ′ｉ·φ＋μ′ｉ） （４）
Ｈ ｉ ＝ Ｆ（Ｈ∗

ｉ ）＝ Ｆ（Ｅ′ｉ·β′＋Ｍ′ｉ·ｂ＋Ｚ′ｉ·γ ＇＋ε′ｉ） （５）
（三）变量设置与描述性统计

１．因变量：幸福感。 ＣＬＤＳ 问卷中对应的问题是“总体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过得是否幸

福” ，根据受访者回答的“非常不幸福”到“非常幸福”５ 种结果，分别赋值为 １ ～ ５，数值越大表示

幸福感越高。
２．关键自变量：创业活动。 不同文献对创业内涵的界定并不完全相同。 本文将农民创业定

义为农民借助家庭单位或创建新的单位，通过投入或整合各项资源，在农业或其他行业从事新

的生产经营活动以持续生计并谋求发展的过程。 问卷中劳动者的工作类型被划分为务农、受
雇、雇主和自雇（包括自由工作）四类。 本文将雇主和自雇（自由工作①除外）都定义为创业活

动；对照组为非创业活动，包括受雇和其他工作②，分别设成相互独立的虚拟变量，根据研究的不

同角度，在回归方程中指定不同对照组。
现有文献已发现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同，故本文进一步从两个角度将创

业活动进行分类。 第一，参考 Ｂｌｏｃｋ 等 ［２３］ 和 Ｃａｒｒｅｅ［１３］ 的研究，从创业动因角度进行分类，将创

业活动分为机会型和生存型两类，前者指为了捕获新的发展机会而主动开展的创业活动，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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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自由工作包括自由职业以及零散工、摊贩、无派遣单位的保姆、自营运司机、手工工匠等。 虽然有些文献将其列入创

业范畴，但在国内，这类工作都属于比较零散的工作，工作变化较大，经营规模也难以扩大，与创业的内涵存在差异，故本文将

其列入非创业活动。
其他工作包括务农和上述从自雇中单列出来的自由工作。



指因缺乏其他就业选择、为避免失业而从事的创业活动。 第二，参考 Ｂｌａｎｃｈｆｌｏｗｅｒ［２４］ 的研究，并
考虑到当前中央政策“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意涵，从雇工差异角度进行分类，将创业活动

划分为雇主型（即具有 １ 人及以上雇工的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和自雇型（即无雇工的个体

工商户）两类，前者发挥了创业带动就业的作用，后者仅解决了劳动者自身就业。 不同类型创业

活动分别设成相互独立的虚拟变量。
３．控制变量：由个人、家庭和地区三类特征变量构成。 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年龄、年龄平方、

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是否是中共党员、自评健康、个人年收入等，根据变量特性定义为

连续变量或虚拟变量。 其中，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含职高、技校、中
专） ” “大学及以上”四类，以“小学及以下”作为对照组。 自评健康根据健康程度定义成 １ ～ ５ 的

连续变量。 个人年收入包括个人上一年农业收入、工资收入、经营收入等各项收入总和，并取自

然对数。 家庭特征变量包括父亲受教育年限、家庭同住人口数和家庭负担人口数。 家庭负担人

口数由家庭尚在读书且未工作的子女数以及家庭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数加总而得。 地区特征

变量包括是否存在非农经济以及地区虚拟变量①。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文献已发现不同人格类

型的劳动者持有的生活准则和工作态度不同，会间接影响其幸福感。 更乐观、更自信、自控力更

高、更努力克服障碍的劳动者更易做出创业活动可行的判断，且更易以积极的态度来评估创业

活动带来的结果 ［２５］ 。 故本文还加入了反映劳动者是否具有持之以恒、自信的品质以及克服困

难、控制自身行为能力的人格特征变量，定义成坚持、自信和控制力三个虚拟变量。 主要变量在

不同样本下的均值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不同样本下主要变量的均值

变量名称

创业样本

创业总体
创业动因 雇工类别

机会型 生存型 雇主型 自雇型

非创业样本

非创业总体
分类

受雇 其他

幸福感 ３．８２９ ３．９５２ ３．７２０ ４．１０４ ３．７１６ ３．６４７ ３．７３８ ３．５８７
年龄 ３９．６２４ ３８．７８５ ４０．２３２ ３９．９１６ ３９．５２５ ４２．４８８ ３７．４２４ ４５．８１２
性别 ０．５７３ ０．６２５ ０．５３６ ０．６７５ ０．５３９ ０．５４４ ０．５６２ ０．５３２
婚姻 ０．９３９ ０．９２４ ０．９５０ ０．９４０ ０．９３９ ０．８９２ ０．８３１ ０．９３２
小学及以下 ０．１７６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９ ０．１２０ ０．１９５ ０．２８７ ０．１７８ ０．３５９
初中 ０．５０５ ０．４８７ ０．５１７ ０．４７０ ０．５１６ ０．４０３ ０．４３２ ０．３８４
高中 ０．２３４ ０．２５５ ０．２１９ ０．２８９ ０．２１５ ０．１３９ ０．２１８ ０．０８７
大学及以上 ０．０５５ ０．０８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０ ０．１４０ ０．００７
党员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６
自评健康 ３．９４５ ４．０４４ ３．８７３ ３．９３３ ３．９４９ ３．７３５ ３．９０８ ３．６２１
个人年收入 １０．５７１ １０．８３１ １０．３８３ １１．２４９ １０．３４１ ９．５９５ １０．０９８ ９．２６４
坚持 ０．４１６ ０．４４７ ０．３９３ ０．４５８ ０．４０２ ０．４９４ ０．４７５ ０．５０７
自信 ０．８３６ ０．８３６ ０．８３６ ０．８４３ ０．８３４ ０．８６８ ０．８３３ ０．８９１
控制力 ０．８７０ ０．８８０ ０．８６３ ０．８６７ ０．８７１ ０．８５８ ０．８４９ ０．８６４
父亲受教育年限 ０．７４３ ０．７３８ ０．７４７ ０．７８９ ０．７２７ ０．７４６ ０．７５０ ０．７４２
家庭同住人口数 ０．７５８ ０．７５６ ０．７６０ ０．７７１ ０．７５４ ０．７１９ ０．７４５ ０．７０２
家庭负担人口数 ５．４７５ ５．７１６ ５．３０１ ５．８２４ ５．３５７ ４．４０５ ５．７７７ ３．５０１
非农经济 ３．８６７ ３．７７５ ３．９３４ ３．９５２ ３．８３８ ３．６１１ ３．７１３ ３．５４５

　 　 可以发现，创业者总体上比非创业者幸福感更高。 在创业样本内部，机会型创业者和雇主

型创业者的幸福感均值分别为 ３．９５ 和 ４．１０，明显高于生存型创业者或自雇型创业者。 同时，与
非创业者相比，前两者的幸福感均值高于受雇者和其他工作者；而生存型创业者或自雇型创业

者的幸福感均值虽高于其他工作者，但都略低于受雇者。 不过这些差异是否显著，需要借助具

体的回归分析才能得到更精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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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地区虚拟变量是根据国家统计局规定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划分标准来分类，以西部地区为对照组。



四、实证检验及分析

（一）创业总体对幸福感的影响

表 ２ 为运用公式（２）并选择不同对照组估计的创业总体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 从表 ２
第 ２ 列可以看出，相比于非创业活动，创业总体上虽正向影响农民幸福感，但显著性水平仅为

１０％①。 细分对照组后发现，相比于其他工作（即务农及自由工作） ，创业总体对农民幸福感影

响的回归系数值和显著性水平都上升（表 ２ 第 ４ 列） ；但相比于受雇活动，创业总体并未显著提

升农民幸福感（表 ２ 第 ３ 列） 。 这说明在农民幸福感的提升上，创业活动总体上并非优于所有非

创业活动。 由此假说 １ 得到证实。
表 ２　 创业总体对幸福感的影响（报告回归系数）

　 变量 因变量：幸福感

创业总体 ０．０８０１∗（ ０．０４６８） ０．０６４５（ ０．０４８７） ０．０９８７∗∗（ ０．０４９５）
受雇 ０．０３４１∗（ ０．０１９６）
其他工作 －０．０３４２（ ０．０１９６） ∗

年龄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３０３∗∗∗（ ０．００９２）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１）
性别 －０．１４９１∗∗∗（ ０．０２４７） －０．１４７８∗∗∗（ ０．０２４８） －０．１４７８∗∗∗（ ０．０２４８）
婚姻状况 ０．３４６６∗∗∗（ ０．０４４４） ０．３４７２∗∗∗（０．０４４４） ０．３４７２∗∗∗（ ０．０４４４）
初中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２８１）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２８２）
高中 ０．１０６９∗∗∗（ ０．０３９１） ０．１００１∗∗（０．０３９５） ０．１００１∗∗（ ０．０３９５）
大学及以上 ０．２７３６∗∗∗（ ０．０５８８） ０．２６２３∗∗∗（０．０５９６） ０．２６２３∗∗∗（ ０．０５９６）
党员 ０．２５９０∗∗∗（ ０．０５３３） ０．２５６１∗∗∗（０．０５３３） ０．２５６１∗∗∗（ ０．０５３３）
自评健康 ０．２３５３∗∗∗（ ０．０１３３） ０．２３５８∗∗∗（０．０１３３） ０．２３５８∗∗∗（ ０．０１３３）
个人年收入 ０．０８０１∗∗∗（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７７１∗∗∗（０．０１２４） ０．０７７１∗∗∗（ ０．０１２４）
坚持 ０．１４６３∗∗∗（ ０．０３３６） ０．１４６９∗∗∗（０．０３３６） ０．１４６９∗∗∗（ ０．０３３６）
自信 ０．１９０８∗∗∗（ ０．０３３８） ０．１９０９∗∗∗（０．０３３８） ０．１９０９∗∗∗（ ０．０３３８）
控制力 ０．２５１２∗∗∗（ ０．０３２８） ０．２５０７∗∗∗（０．０３２８） ０．２５０７∗∗∗（ ０．０３２８）
父亲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２）
家庭同住人口数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３２６∗∗∗（０．００８０）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０８０）
家庭负担人口数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３５１∗∗∗（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３５１∗∗∗（ ０．０１２３）
有非农经济 ０．０９９５∗∗∗（ ０．０２６８） ０．０９８５∗∗∗（０．０２６８） ０．０９８５∗∗∗（ ０．０２６８）
东部地区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２９４）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３００）
中部地区 －０．０７７８∗∗（ ０．０３４５） －０．０８０８∗∗（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８０８∗∗（ ０．０３４６）
东北地区 ０．０３５８（ ０．０５０２） ０．０３８８（ ０．０５０３） ０．０３８８（ ０．０５０３）
样本数 ８７３９ ８７３９ ８７３９
准 Ｒ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注：∗∗∗、∗∗、∗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不同类型创业对幸福感的影响

表 ３ 是在表 ２ 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创业类型后的估计结果。 可以看出，机会型创业和雇主型

创业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系数值较表 ２ 明显上升，且系数的显著性也明显增强（表 ３ 第 ２
行和第 ４ 行） 。 无论相比于受雇活动还是其他工作，两者都在 ５％甚至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增进

了农民幸福感，由此假说 ２ 得到证实。 而生存型创业和自雇型创业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却截然

不同（表 ３ 第 ３ 行和第 ５ 行） ，无论相比于受雇活动还是其他工作，两者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都

不显著，甚至还呈现负向趋势，故假说 ４ 也得到证实。 表 ３ 的估计结果充分显示，只有抓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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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本文各表中报告的是回归系数，未给出各自变量在因变量取 ５ 个不同序数值时的平均边际效应。 但通常

情况下，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计算所得的平均边际效应的绝对值也越大，且显著性是一致的。 故只要回归系数值是正值，
且数值越大，就说明“较幸福” “非常幸福”的可能性越大，而“一般” “较不幸福” “非常不幸福”的可能性越小。



机会的主动创业或能够带动他人就业的雇主型创业才具有显著的幸福正效应。
表 ３　 不同类型创业对幸福感的影响（报告回归系数）

分类 因变量：幸福感

创业动因 机会型 ０．１８７２∗∗∗

（ ０．０７０４）
０．１７２５∗∗

（ ０．０７１５）
０．２０８２∗∗∗

（ ０．０７２６）

生存型 ０．００５８
（ ０．０５９３）

－０．０１１５
（ ０．０６１０）

０．０２４２
（ ０．０６１２）

雇工差异 雇主型 ０．４２３８∗∗∗

（ ０．０９１９）
０．４０９８∗∗∗

（ ０．０９２５）
０．４４８５∗∗∗

（ ０．０９３８）
自雇型 －０．０２５６

（ ０．０５２６）
－０．０４４３
（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０５５
（ ０．０５４８）

对照组 受雇 ０．０３５７∗

（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３８７∗

（ ０．０１９９）
其他工作 －０．０３５８∗

（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３８８∗

（ ０．０１９９）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８７３９ ８７３９ ８７３９ ８７３９ ８７３９ ８７３９
准 Ｒ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０

　 　 注：①∗∗∗、∗∗、∗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②限于篇幅，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未

列出。

（三）模型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上述回归中已加入坚持、自信、控制力这三项既可能影响创业选择又可能导致劳动者更高

幸福感的人格特征变量，故因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即使存在，也不会太严重。 同时，农民

创业者可能本身就是更具幸福感的群体，所以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问题。 故本部分运用倾向得

分匹配法（ ＰＳＭ）来构建反事实组，以进一步检验上述估计结果的可靠性（表 ４） 。
表 ４　 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结果

匹配方法 具体指标 创业总体
创业动因 雇工差异

机会型 生存型 雇主型 自雇型

一对四近邻匹配 ＡＴＴ ０．０７４８∗

（ ０．０３９８）
０．１６５９∗∗∗

（ ０．０５７６）

－０．００５４
（ ０．０５２０）

０．３８９６∗∗∗

（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３９８
（ ０．０４５１）

Ｔ 检验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匹配后分布 接近 接近 接近 接近 接近

一对一近邻匹配 ＡＴＴ ０．０８９０∗

（ ０．０４９５）
０．１７４６∗∗

（ ０．０７０５）

－０．０９９０
（ ０．０６０２）

０．３７８８∗∗∗

（ ０．０８７３）

－０．０１０３
（ ０．０５４５）

Ｔ 检验 １ 个未通过 通过 通过 １ 个未通过 通过

匹配后分布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局部线性回

归匹配

ＡＴＴ ０．０７８５
（ ０．０４９７）

０．１７６８∗∗

（ ０．０７３２）

－０．００７２
（ ０．０６５８）

０．３５９１∗∗∗

（ ０．０９３５）

－０．０１８２
（ ０．０５７９）

Ｔ 检验 １ 个未通过 通过 通过 １ 个未通过 通过

匹配后分布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样条匹配 ＡＴＴ ０．０７６２∗∗

（ ０．０３３２）
０．１７１３∗∗

（ ０．０４７３）

０．００８９
（ ０．０４０５）

０．３５７０∗∗∗

（ ０．０７３６）

－０．０２９５
（ ０．０２８３）

Ｔ 检验 １ 个未通过 通过 通过 １ 个未通过 通过

匹配后分布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注：①∗∗∗、∗∗、∗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②括号内为标准误。 其中近邻匹配显示的是 Ａｂａｄｉｅ
等 ［２７］ 提供的 ＡＩ 稳健标准误；其他匹配显示的是由重复抽样法得到的标准误。 ③Ｔ 检验中显示的“ １ 个未通过”指匹配后处理

组和控制组覆盖的自变量中有 １ 个自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在小于等于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以创业者为处理组，非创业者为控制组，以上述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为匹配依据，采取多种方

法进行匹配。 在匹配过程中仅保留倾向得分重叠部分的个体，以符合重叠假定。 同时为保证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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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后所得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ＡＴＴ）具有可靠性，还需满足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匹配后自变量的

分布是平衡的。 Ｔ 检验法只能检验两组个体在匹配后自变量的均值是否有显著差异，分布的其

他特征无法检验。 而 Ｉｍｂｅｎｓ 等 ［２６］ 已证明，如果匹配后两组倾向得分的期望值相同，那么两组的

自变量分布就相同。 故本文首先进行了 Ｔ 检验，并进一步通过比较匹配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之

间倾向得分的概率密度图来判断自变量的分布平衡性①。 由此可以发现，采取一对四近邻匹配

后不仅完全通过 Ｔ 检验，而且匹配后两组倾向得分的分布接近，说明匹配效果较好；而一对一近

邻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和样条匹配的匹配效果次之，仅在对创业总体或雇主型创业进行分

析时，匹配后有一个自变量未通过 Ｔ 检验。 所以这四种匹配法所得的 ＡＴＴ 值都具有参考性。 可

以看出，创业总体的 ＡＴＴ 值并非都具有统计显著性；但机会型创业和雇主型创业对应的 ＡＴＴ 值

都为正值，且都在 ５％甚至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生存型创业和自雇型创业对应的 ＡＴＴ 值都

不显著。 这与表 ２ 和表 ３ 的估计结果相一致，由此假说 １、假说 ２ 和假说 ４ 得到进一步证实。
（四）创业影响幸福感的中介效应

ＣＬＤＳ 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对自身工作、生活等多方面的满足状况，根据第二部分的理论分

析，本部分从中筛选出两类因素，定义成不同变量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第一类因素为创业活

动对劳动者物质需要的满足，设定“工作收入”和“社会保障”两个变量。 前者反映劳动者对收

入高低以及收入稳定性的满意情况，根据回答的满意程度差异定义为 １ ～ ５ 的序数值。 后者反

映劳动者参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情况②，将“两者都未参加” “已参加一项” “两者都参加”
依次定义为 １ ～ ３ 的序数值。 第二类因素为创业活动对劳动者非物质需要的满足，设定“工作时

间” “工作压力” “才能发挥” “自主选择”这 ４ 个变量。 其中，“工作时间”反映劳动者对工作时

间长短和时间灵活性的满意情况，“自主选择”将选择自主性的分析扩大到劳动者生活全部领

域，以反映创业对农民自主性需求的满足情况。 这 ４ 个变量也定义为程度逐渐增大的序数值。
表 ５　 不同类型创业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创业类别 工作收入 社会保障 工作时间 工作压力 才能发挥 自主选择

机会型创业 ０．２６１６∗∗∗

（ ０．０６９０）

－０．０８８４
（ ０．０７４４）

０．１３２７∗

（ ０．０６９８）

０．０７２４
（ ０．０６８４）

０．１２５９∗

（ ０．０６９３）
０．２９６５∗∗∗

（ ０．０６７１）

生存型创业 －０．０３９０
（ ０．０５８１）

－０．２２３２∗∗∗

（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７２６∗∗

（ ０．０３４６）

０．０５５２
（ ０．０５８１）

０．０５０３
（ ０．０５８４）

０．０２７３
（ ０．０５６３）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８６７７ ８７３９ ８４７８ ８７３９ ８７３９ ８７３９

准 Ｒ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雇主型创业 ０．１７６８∗∗

（ ０．０８７９）

－０．１０９２
（ ０．０９４８）

０．２５３５∗∗∗

（ ０．０８８９）
０．１５９３∗

（ ０．０８７２）
０．２８２１∗∗∗

（ ０．０８８９）
０．３１９６∗∗∗

（ ０．０８５７）

自雇型创业 ０．０５４３
（ ０．０５１８）

－０．１８７５∗∗∗

（ ０．０５５５）
－０．０６６６∗∗

（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３０８
（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１７４
（ ０．０５２０）

０．０７９０
（ ０．０５０２）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８６７７ ８７３９ ８４７８ ８７３９ ８７３９ ８７３９

准 Ｒ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注：①∗∗∗、∗∗、∗分别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②限于篇幅，其他变量回归结果未列出。

根据中介效应的分析步骤，表 ５ 报告了不同类型创业对拟检验的中介变量的影响结果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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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为节省篇幅，本文未给出各匹配法在匹配前后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倾向得分概率密度图，仅将比较结果归纳入表 ４。
由于核匹配和卡尺匹配的匹配效果不佳，所得 ＡＴＴ 值不宜做参考，故估计结果未列入表 ４ 中。

在当前环境下，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在交纳社保时，只能办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种。 有雇工

的个体工商户办理社保的流程与公司一样，可以办理五险。 故为了保证多种工作类型比较的一致性，此处仅考虑参加养老、
医疗两种保险的情况，这两种保险也是五险中最为重要的，缴费金额也是最高的。

温忠麟等［２８］ 认为中介效应分析的前提是关键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 虽然实证结果显示，生存型创业和自雇型创

业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但仍可能存在间接效应。 故表 ５ 中也报告了其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结果，为下文分析提供基础。



可以看出，机会型创业和雇主型创业对工作收入、工作时间、才能发挥和自主选择这 ４ 个变量都

产生了非常显著或较为显著的正影响。 同时，雇主型创业还在 １０％的统计水平上对工作压力产

生了显著正影响。 表 ６ 报告了在表 ３ 第 ３ 列和第 ６ 列中依次加入拟检验的中介变量后的估计

结果以及相应的中介效应判断结果。 可以看出，这 ６ 个变量都显著影响了农民幸福感，且依次

加入这 ６ 个变量后，无论机会型创业还是雇主型创业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回归系数值（或显著

性水平）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根据依次检验法或 Ｓｏｂｅｌ 检验法可以判断出，工作收入、工作时

间、才能发挥和自主选择这 ４ 项因素都在机会型创业和雇主型创业带来的幸福效应中发挥了中

介作用。 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在雇主型创业的幸福效应中，工作压力的增加也发挥了中介作用，
但在诸多中介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其对幸福感的负效应被抵消，使得雇主型创业仍显著提升了

农民幸福感。 综上，假说 ３ 得以证实。
表 ６　 加入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 因变量：幸福感 检验方法 中介效应

机会型创业 ０．１３３０∗

（ ０．０７０９）
０．１８９１∗∗∗

（ ０．０７０４）
０．１６９７∗∗

（０．０７１０）
０．１９３１∗∗∗

（ ０．０７０４）
０．１７３７∗∗

（ ０．０７０６）
０．１３４１∗

（ ０．０７０８）
工作收入 ０．２８５０∗∗∗

（ ０．０１２５）

依次检验 存在

社会保障 ０．０６９８∗∗∗

（ ０．０２３８）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Ｐ ＝ ０．２７０８
不存在

工作时间 ０．２１４６∗∗∗

（０．０１３４）

依次检验 存在

工作压力 －０．０６３３∗∗∗

（ ０．００９１）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Ｐ ＝ ０．２９５３
不存在

才能发挥 ０．１５８０∗∗∗

（ ０．０１２０）

依次检验 存在

自主选择 ０．１１１８∗∗∗

（ ０．００５８）

依次检验 存在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准 Ｒ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６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１

雇主型创业 ０．３９６７∗∗∗

（ ０．０９２３）
０．４２８５∗∗∗

（ ０．０９１９）
０．３９２２∗∗∗

（０．０９２２）
０．４３６７∗∗∗

（ ０．０９１９）
０．３９４１∗∗∗

（ ０．０９２１）
０．３７０４∗∗∗

（ ０．０９２２）

工作收入 ０．２８５３∗∗∗

（ ０．０１２５）

依次检验 存在

社会保障 ０．０７０６∗∗∗

（ ０．０２３８）

Ｓｏｂｅｌ 检验

Ｐ ＝ ０．２８２９
不存在

工作时间 ０．２１３７∗∗∗

（０．０１３４）

依次检验 存在

工作压力 －０．０６３９∗∗∗

（ ０．００９１）

依次检验 存在

才能发挥 ０．１５７１∗∗∗

（ ０．０１２０）

依次检验 存在

自主选择 ０．１１１６∗∗∗

（ ０．００５８）

依次检验 存在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准 Ｒ２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６

　 　 注：①∗∗∗、∗∗、∗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②Ｉａｃｏｂｕｃｃｉ 检验法得到的结论与 Ｓｏｂｅｌ
检验法所得结论相同，故表中未列出。

值得一提的是，社会保障这个变量并没有在机会型创业和雇主型创业带来的幸福效应中发

挥中介作用。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农民群体所享受的养老和医疗保障长期不足，虽然 ２００９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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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但与城镇职工、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相比，其保障水平还相对较低。 即使机会型创业或雇主型创

业改善了农民创业者的劳动收入，但由于创业活动通常集中于城镇非正规就业部门，无法享受

到正规就业部门相对更优的保障制度，故难以从这一路径提升农民幸福感。 这也意味着对农民

创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进一步关注。
表 ５ 还显示生存型创业和自雇型创业均未对工作收入、才能发挥、自主选择这 ３ 个变量产

生显著正影响，却在 １％或 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对社会保障、工作时间这两个变量产生了负影

响。 这说明这两类创业使农民对自身社会保障状况和工作时间安排都不满意。 而表 ６ 的回归

结果进一步显示社会保障和工作时间这两个变量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具有显著正效应。 根据

效应的遮掩性①不难看出，生存型创业和自雇型创业由于没有增加甚至还减少了农民对诸多需

求的满足程度，从而未能提升其幸福感。 由此，假说 ５ 得以证实。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表 ７ 汇总了上述实证结果，得到的具体结论如下：第一，并非所有类型的创业活动都能显著

提升农民幸福感。 机会型创业和雇主型创业对农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影响，而生存型创业和自

雇型创业的幸福效应并不显著。 第二，创业活动是通过影响农民物质和非物质需求的满足而间

接影响其幸福感。 机会型创业和雇主型创业通过增进其对物质需求、闲暇需求、价值实现需求

和自主性需求的满足程度进而间接增进其幸福感；而生存型创业和自雇型创业却不如此，两者

甚至降低了其对物质需求和闲暇需求的满足程度。
表 ７　 创业对幸福感影响的结果汇总

创业类型 对幸福感影响结果 影响路径：对各项需求的满足状况

机会型创业 显著正影响 物质需求（ ＋） 、闲暇需求（ ＋） 、价值实现需求（ ＋） 、自主性需求（ ＋）

生存型创业 不显著 物质需求（ －） 、闲暇需求（ －）

雇主型创业 显著正影响 物质需求（ ＋） 、闲暇需求（ ＋） 、价值实现需求（ ＋） 、自主性需求（ ＋） 、健康需求（ －）

自雇型创业 不显著 物质需求（ －） 、闲暇需求（ －）

　 　 注：“ ＋”表示增进了对该项需求的满足程度，“—”表示减少了对该项需求的满足程度。

这些结论进一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虽然受雇活动是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较为理想的

工作类型，但抓住较好发展机会或创造他人就业岗位的创业活动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甚至

优于受雇活动。 故从繁荣经济且增进农民幸福感的角度来看，这两类创业活动是农民非农就业

的较好选择。 第二，低水平、被迫选择的创业活动相比于传统的务农和受雇活动，对农民幸福感

并无显著的正影响。 由此，当前大众创业以及返乡创业政策如果要提升其幸福感，应通过创业

活动增加农民物质和非物质需求的满足程度，仅仅增加创业活动数量、扩大创业群体的覆盖面

是不够的，应更注重创业活动的质量。
由此，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第一，强化创业技能培训。 低水平、窄领域、小规模的创业活动

与农民自身知识技能不足紧密相关。 应实施农民创业培训专项计划，对农民劳动者进行创业机

遇识别、创业项目选择、创业计划制定、创业风险规避、创业企业管理等方面培训，帮助其提高对

当前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认识，优化创业的行业和产品选择，提高机会型创业甚

至雇主型创业的比重。 第二，扫除进城创业或返乡创业障碍。 创业融资难、服务获得难以及返

乡创业时经营用地难等问题是农民创业中的主要障碍，应着力解决“三难”问题。 例如进一步

推动金融服务创新以满足农民创业融资需要，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用于返乡人员创业，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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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键自变量对中介变量产生显著负（正）影响，中介变量对因变量产生显著正（负）影响，前后抵消，故总效应（关键自

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为农民创业提供金融、物流、人力资源、网络技术等便捷优惠服务的创业综合服务平台，以帮助

其提升创业水平和盈利能力。 第三，提升农民创业者的社会保障水平。 长期以来中国各类社会

保险制度都呈现地域分割、群体分割和制度碎片化特性，对农民外出务工过程中幸福状况提升

产生了负面影响，故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推进不同群体、不同地域间社会保险的统一，
公平待遇水平，打通农民劳动者在异地创业和返乡创业中社会保险的转移接续路径，以减少其

创业选择的后顾之忧，提升幸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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